
苏州城墙

吴恩培

中国古代的城墙（又作城垣 ），是为防卫而建筑在城周围

的高峻坚厚的围墙，它又习称为“城池”，“城”指城墙墙体，而“池”

则指的是城墙外的护城河。护城河，古代又作“濠”（ ）。苏州城西

原有“南濠街”“北濠弄”等巷名，即 指城西南、北护城河旁的街弄。

今作“南浩街”、“北浩弄”，其意已失。

中国古代城墙一般分为两重，里面的一圈城墙称为“城”，即内

城城墙，内城称为“子城”，如今苏州锦帆路 东的体育场、大公园一

带，即为苏州城内的子城，该子城于元末时毁于朱元璋灭张士诚的

战火；外面一圈城墙，即外城的城墙，称为“郭”或“郛”（ ）。

应当指出的是，内城城墙及护城河即“城池”围圈起的空间，构

成这座城市的空间。从这一意义上讲，城墙造筑的年代，即等同于

这座城市建造的年代。

春秋时期，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两件大事就是对祖先的祭祀和

战争。这就是《左传·成公十三年》所说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祀”———祭祀祖先，以慎终追远，使民德归厚；“戎”———兵戎相见

的战争，包括进攻与防御。而在防御中，一座古城的“城池”———城

墙和护城河，就是这座城市最有效的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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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记载的苏州城墙在春秋时期的建造

《吴越春秋》记载了春秋时期苏州城墙建造的历史。

阖闾元年（公元前 514年），吴王阖闾与伍子胥“谋国政”的一

次谈话时，伍子胥说了一段很著名的话：“凡欲安君治民、兴霸成

王，从近制远者，必先立城郭，设守备，实仓 ，治兵库。斯则其术

也。”意思说，凡是想要使国君安定、使民众有秩序、建立霸业成就

王者，从而既使近处的人能服从，又能制服远方的人，那 就一定得

先筑起内城外城，设置防守的器 具，充实粮仓米仓，整治好军用仓

库。这就是具体的做法啊！

阖闾听了这话，情绪极为兴奋，连声叫好。他对伍子胥说，筑城

郭事“寡人委计于子”。意思说，我就把筑城的事交给你去办了！

伍子胥受命之后，“相土尝水，象天法地，造筑大城”。即相土形

之高卑，尝水味之咸淡，仿照上天、效法大地，建造阖闾大城。

宋代朱长文在《吴郡图经续记》里记载这座古城在宋代的情况

时说：建于“周恭王六年”（即公元前 514年）的苏州城，“自吴亡至

今仅二千载，历秦、汉、隋、唐之间，其城 、门名，循而不变”。意思

说，从春秋到宋代，这座古城的位置、城门的名称等都未作改变。时

至今日，这座古城更是中 国唯一一座建于 2500 多年前的春秋古

城，同时也是一座在建城后旧城规模迄今未有大的变动，城址位置

也未曾移位的古城。

二、权威史学著作记载的苏州城墙春秋时的真实存在

（一）《春秋经》《左传》记载的吴国国都内城

《春秋》《左传》记载都城有两种方式。

其一，城邑或国都凡有城邑名者记该名。城邑或国都，有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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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如楚国都城“郢”，又称为“郢都”，故“入郢”即等同 于“入

楚”。《春秋经·定公四年》记载：“吴子及楚人战 于柏举，楚 师败

绩……吴入郢。”意思说，吴、楚战于柏举，楚败，吴军攻入郢都城

内。对“吴入郢”句，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释曰：“郢，《公羊》《谷梁》

俱作‘楚’。”这就说明，在古籍的记载中，“入郢”即等同于“入楚”。

再如，孔子在《左传·成公九年》中称之在春秋时被“楚克其三

都”的莒国三城，分别为国都“莒”城和城邑“渠丘”城、“郓”城。而

《左传·成公九年》记载“楚克其三都”的文字为：“楚入渠丘……楚

师围莒……庚申，莒溃。楚遂入郓。”

其二，无城邑名者以“入×”的句式。其中“×”以该国国名代指

其国都（上例中的“莒”，亦为此）。《春秋经》《左传》中的记载实例

如：“入郑”“入陈”“入宋”“入蔡”“入越”“入齐”“入吴”等均如此。

由此再来看《春秋经》《左传》记载的“於越入吴”。这里的“吴”

是以吴国国名代指吴国的国都。该城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中指

为“阖闾城”。而“入吴”则指进入春秋时的吴都内城———内城城墙

圈起的范围内。如果是时，吴都没有内城城墙，则构不成“入”。

再从该“入吴”句式来看，其主语均为“越”，而“入吴”均为吴军

事力量在外（或阖闾伐楚，或夫差于黄池盟会）时，故全句指“越”乘

吴国内空虚而“入吴”，即攻入吴国都内城。

依据《春秋经》《左传》中一以贯之的“入×”记事句式，这 里 为

我们留下了春秋时期吴都城墙真实存在的记录。

由此再来看《越绝书》卷第七记写吴王夫差与晋于黄池会盟

时，越军攻吴，“吴王闻之，去晋从越。越王迎之，战于五湖。三战不

胜，城门不守，遂围王宫，杀夫差而 （ ，同“戮”）其相”。句中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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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不胜，城门不守，遂围王宫”等，明确指明在越军攻击下，吴国“城

门不守”；而攻破城门后，越军“遂围王宫”。所有 这些，堪为《春秋

经》及《左传》中“入吴”的注脚。

（二）《国语》记载的吴国国都外城

先秦时另一部重要著作《国语·吴语》记载“越王勾践”“袭吴”

时“入其郛”。

其文字如下：“越王勾践，乃率中军溯江以袭吴。入其郛，焚其

姑苏，徙其大舟。”意思是说，越王勾践率越军主力逆江而上袭击吴

国，进入吴国都外城，焚烧了吴国的姑苏台，搬走吴国的王舟。

从《国语》此段文字中可看出，春秋时的“吴都”不但有内城，且

有外城———“郛”，即“郭”也。

（三）《史记》中记载的吴国国都“城高以厚”

司马迁撰《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写孔子批准其弟子子贡进

行穿梭外交———“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时，记述子贡“至

齐，说田常曰：‘君之伐鲁过矣。夫鲁，难伐之国，其城薄以卑，其地

狭以泄’”后，接着又记述子贡怂恿田常说“君不如伐吴。夫吴，城高

以厚，地广以深……”。

显然，从子贡口中，我们可以看出春秋吴王夫差时期的吴国国

都的外形或外在观感是“城高以厚”。

“城高以厚”这是我国古代重要史学著作《史记》一书对春秋时

吴国国都内城城墙的外形描述。

综上可见，《吴越春秋》关于苏州建城的记载，承接并获《春秋

经》《左传》《国语》《史记》等多部中国古代史学著作的支撑，并构成

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因此，春秋时期吴都（阖闾城）城墙的真实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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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文献记载层面，并不存在任何疑问。

三、文献记载的苏州城墙战国时的重修

春秋后期，吴亡于越。战国时，越亡于楚。先入越后入楚的苏州

古城及其城墙在战火中或倾颓、或损毁。公元前 248年楚相黄歇徙

封于吴(今苏州)。

《史记·春申君列传》记载春申君黄歇改“请封于江东，考烈王

许之。春申君因城故吴墟，以自为都邑”。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对

之释为：“墟音虚。今苏州也。於城内小城西北别筑城居之，今圮毁

也。又大内北渎，四从五横，至今犹存。又改破楚门为昌门。”

（一）“春申君所造”的“楚门”

《越绝书》记载说，黄歇与其子“假君”（即代理君主之意），“二

君治吴凡十四年”。故战国时期，实际是由黄歇父子主持了对苏州

古城及城墙的重建和修复。而战国时苏州城墙重修的文献依据，则

是《越绝书》中所记载的“春申君所造”之“楚门”句。其原文为：“楚

门，春申君所造。楚人从之，故为楚门。”

在这以前，苏州城无“楚门”，而有“破楚门”的记载。如《吴越春

秋》载伍子胥筑造的苏州城门中有“破楚门”的两处记载。如“立阊

门以通天气，因复名之破楚门”，指出“破楚门”为“阊门”的“复名”，

即另一个城门名。”

显然，此名为纪念吴国西破楚国这一辉煌历史所起。至黄歇治

吴时，故吴地已入楚境。在这种情况下，“阊门”再“复名之破楚门”，

显然已不合适，毕竟黄歇为楚相。且从“楚门”为“春申君所造”来

看，是时，“阊门”或已遭受战火毁坏，故春申君重修苏州城墙时，是

在原“阊门”的基址上，重修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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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址重建，极易在民间唤起“阊门”的“复名”———“破楚门”

的记忆，尤其是族群矛盾激化时。为免民间再呼之曰“破楚门”，故

将之名为“楚门”，就是一个非常必要的政治、文化举措了。因此，这

一时期，阊门的“复名”为“楚门”，这从上述《越绝书》记载中“阊门”

和“楚门”同时并存可得以证实。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说黄歇治

吴“又改破楚门为昌门”，在印证这一事件的同时，也构成了黄歇治

吴时重修苏州城墙的文献记载链条了。

“破楚门”名，在后世的方志文献如唐陆广微《吴地记》、宋范成

大《吴郡志》都出现过。而黄歇治吴时重修并命名的“楚门”却再也

没出现。

究其原因，乃文化所致。在吴地的城墙中，出现烙上楚地文化

名称的城门名———“楚门”，一者文化不协调；二者难为吴人接受。

（二）黄歇治吴时的水利举措及其在后世的遗存

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中提及黄歇治吴时的水利举措：“又大

内北渎，四从五横，至今犹存。又改破楚门为昌门。”这就是说，黄歇

治吴时在城内开掘的河道水渎，四纵五横，至唐代时还存在。

这里张守节透露出一个十分重要的讯息：唐代时犹存的古城

“四纵五横”河道体系，系战国黄歇治吴时“大内北渎，四从五横”的

遗存。其后，从唐代再到清代，千余年的演变，唐代时犹存的古城

“四纵五横”河道体系至清代中叶已成为苏州古城“三横四直”的河

道体系。

而清代苏州古城“三横四直”河道体系的实证，为现存于苏州

景德路城隍庙工字殿墙上的《苏郡城河三横四直图碑》。该碑分正

反两面，正面 刻《重浚（ ）苏州城河记》，记载了清代嘉庆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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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6年）8月至次年 5月，苏州城内全面疏浚河道的经过。反面

刻 有《苏郡城河三横四直图》，图的上 部 刻 有《苏郡城河三横四直

图说》。

由此可以看出，清代中叶苏州古城“三横四直”的河道体系，系

唐代时“犹存”的苏州古城“四纵五横”河道体系演变而来。而唐代

时“四纵五横”河道体系，又系战国黄歇治吴时“大内北渎，四从五

横”的遗存。它所构成的文献记载链条，意义十分重大。

首先，它印证了黄歇治吴时“以自为都邑”的“城故吴墟”，就是

伍子胥造筑，且曾有城门曰“阊门”，“复名之破楚门”，而黄歇重修

后命名为“楚门”的“阖闾城”。

其次，战国时重修苏州城留下的内城“四从五横”河道体系这

一特殊的文化印记，它演变为清代中叶的“三横四直”，它 既 有汉、

唐时的文献记载，又有清代时的实物证实，更有今日苏州城内河道

体系的证明。所有这些，就不是他处被指说为“阖闾城”的地方，或

被指说为吴国都邑城址的地方所能有的了。

由此，可以认定：当春秋时的阖闾城（即今苏州古城）已成 为

“吴墟”时，黄歇父子来此“以自为都邑”，并在原城址的基础上，疏

浚河道，修复城墙、城门，大建宫室，从而重修古城。

（三）司马迁的直观印证

对黄歇重修的战国时的苏州城，西汉时的司马迁在《史记·春

申君列传》中说：“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

司马迁“适楚”距“黄歇治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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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中元五年（前 145），20 岁时，司马迁游历各地，时为元朔三年（前

126）左右。 因此，公元前 126年，司马迁游历时，距黄歇治吴的最

后一年———前 235年，相距 109年。

黄歇在原阖闾城址的基础上重修古城后的百余年后，司马迁

来此“观春申君故城”，并作出“宫室盛矣哉”的评 价。百余年的时

间并不长，尽管历经秦汉相争的战火，苏州古城也遭受破坏，但司

马迁曾经到过江东，即到过今天苏州一带考察，司马迁在《史记》

中曾有 多 次叙述。如：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司马迁说自己：

“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在《史记·河渠书》中又

说：“太史公曰：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

苏，望五湖……”这两处文字，与前引“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

室盛矣哉”互为印证，从而证实 司马迁“上姑苏，望五湖”及“适楚，

观春申君故城”等所见即 为战国时黄歇在原阖闾城址的基础上重

修的苏州古城。

四、考古对文献记载的证明

（一）二重证据法：文献典籍和考古材料相互关系的理论依据

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编撰的讲义《古史新

证》的“总论”中首次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他说:“吾辈生于

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

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

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

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

以肯定，可断言也。”

王国维所谓的“纸上之材料”即传统的文献典籍，“地下之新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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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即考古发现的新材料。因此，所谓“二重证据法”就是研究文献

典籍和考古材料相互关系的理论。

王国维后，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尽管因导入不同内容而

形成多种版本的“三重证据法”，但其核心却依然是王国维的“二重

证据法”。

当代史学大家李学勤先生在《“二重证据法”与古史研究》（刊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 5期）一文 中说：“王

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实际是对古史研究中历史学与考古学关

系的表述。这里说的‘历史学’，是指利用文献记载进行研究的狭义

的历史学。夏鼐先生对这个意义的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关系有著名

的论述，他说：‘虽然二者同是以恢复人类历史的本来面目为目标，

是历史科学(广义历史学)的两个主要的组成 部分，犹如车子的两

轮，飞鸟的两翼，不可偏废，但是二者是历史科学中两个关系密切

而各自独立的部门。’(《夏鼐文集》（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00年，第 31页)我认为就古史研究而言，这和王国维‘二重证

据法’在精神上是相一致的。”

（二）二重证据法的要点

作为探讨文献典籍和考古材料相互关系的理论依据的二重证

据法，通俗点说，它就是这一领域的游戏规则。在这游戏规则中，王

国维强调如下两要点：

其一，文献记载在未得到考古材料相应证明的情况下，不能对

之（指文献记载）加以否定；

其二，文献记载在已得到考古材料相应证明的情况下，应当对

之（指文献记载）加以肯定，即王国维所说的“可断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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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记载！

而今日与苏州争夺阖闾城的苏南其他城市，又能否拿出相应

的古籍记载印证？

当代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 1951年时，就曾将中国迄今最古

的古城进行排序说：“苏州城之古为全国第一，尚是春秋时物，其次

为成都，则战国时物。”（顾颉刚《苏州史志笔记》），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7年出版）

时隔 32年后的 1983年，顾颉刚先生又在《中 国古代的城市》

（刊《历史教学问题》1983 年第 4 期）一文 中 说：“苏州是历史遗迹

最多的地方，苏州城是吴王阖闾时伍子胥所造，到今已有两千四

百多年历史，是全中 国最古的一座城池。”作为一位著名的学者，

顾颉刚先生的论断正是建立在对苏州历史的了解和 严谨的治学

精神之上的。

（本稿由苏州市社科联推荐）

吴恩培，男，1947年 12月生，江苏镇江人。现任苏州市职

业大学吴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荣誉称号有：苏州市优秀教

育工作者（2005年 9月苏州市人民政府授予）、苏州市劳动模

范（2006年 4月苏州市人民政府授予）、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学

名师（2007年 8月江苏省教育厅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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